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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佛教所处的历史时期是从 1911 年辛

亥革命至 1949 年 5 月 28 日上海解放。这一历史时

期，是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变化最激烈、最深

刻的时期， 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过

渡和转型的时期， 也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社会动

荡不安的时期。

1928 年“济南事变”后，随着中国人民反对日

本军国主义的情绪日益高涨， 上海佛教界逐渐减

少了同日本佛教界的交流， 并多次呼吁日本佛教

徒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抵制其对中国的侵略。 此后

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给中日两国人民造

成了深重的灾难， 也中断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在平

等、和睦基础上进行的佛教文化交流。

中国佛教界一向有护国爱教的传统，佛法也强

调报答国恩的必要性。 当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华大

地的时候，上海佛教界不再寂静了，从高僧大德到

普通僧尼， 同仇敌忾， 投身于护国抗日的活动之

中。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圆瑛法师通告全国

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以宗教的形式激发爱国抗

敌之情感，以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并

代表中国佛教会对日本佛教界发表声明， 谴责日

本军国主义“占据中国领土，残杀中国人民”，认为

日本此举既有损国家名誉，也违反国际条约。 圆瑛

法师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

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 [1]

上海佛学书局自 1933 年 3 月起， 首倡在上海

永生电台播送佛经， 此后又请高僧、 居士播讲佛

学，同年 3 月 12 日，请太虚法师播讲《佛法大意》。

5 月 7 日，又请太虚法师播讲《佛教与护国》。 当时

日军占领榆关，侵略热河，国难日深，太虚法师以

佛教入世精神号召僧众和全国人民同心协力 ，共

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太虚法师恰如其分

地使佛法护国理念与抗战救国思想融会贯通 ，对

于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产生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由于无线电广播不受时间、

场地限制，也不受气候影响，因而覆盖面广，听者

众多，从而在大范围内传播了佛法护国的教义，扩

大了佛教护国思想的影响。

上海佛教界还尽其所能， 捐款捐物， 支援抗

战。 1933 年 2 月，静安寺住持志法法师对日寇侵略

中国东北三省极度愤慨， 特将寺产一部分出租给

南京路福禄寿公司，得租金 5000 元，全部捐献给东

北义勇军。 [3]

这一时期上海佛教界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护国

息灾法会，其内容有超度阵亡将士、护国退敌、祈

祷和平， 有些大型法会还对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

响。

日寇大举进攻热河，致使生灵涂炭，朱子桥目

睹惨状，于是请诺那尊者前往上海修息灾大法，祈

近代上海佛教界护国抗日活动述论
◎ 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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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和平。 1933 年 4 月 15 日，诺那尊者来到上海闭

关九天，修十三轮金刚大法，道场设在世界佛教居

士林内。 同年 5 月 4 日，诺那尊者再次来到上海闭

关修火轮金刚大法，道场设在阐北联艺善社。 诺那

尊者还多次主持“大白伞护国法会 ”，传授旨在镇

护国家，退却强敌，息灾解难的大白伞盖坚甲咒等

经咒、仪轨，增强了信众护国抗日的信心。 [4]

1936 年 5 月，由太虚、圆瑛、王一亭、屈映光、

朱子桥、江味农、范古农、关絅之、简玉阶、赵朴初

等 229 位上海佛教界人士和 14 个佛教团体联合发

起，在上海佛教净业社内启建了规模盛大的丙子息

灾法会，同时成立了由 163 人组成的理事会，设有

常务理事 70 人，王一亭任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

任副理事长。 丙子息灾法会以挽回人心、潜消劫运

为宗旨，由 5 位法师主持其事，其中荣增堪布任藏

密主座，修大威德息灾大法；觉拔堪布修大威德五

部大法；持松法师任东密主座，修尊胜佛顶法 ；常

惺法师开讲《华严经·行愿品》；能海法师开讲《菩

提道次第论》。 丙子息灾法会讲经 3 座，修法 5 坛，

每日参加的僧俗二众甚多，称得上是当时中国盛况

空前的一次大法会。 [5]

1936 年 11 月，在全国民心激奋，纷纷起而要

求抗日的形势下，菩提学会与上海佛教净业社联合

启建了上海护国息灾法会， 以弘扬净土、 劝发悲

心、护国息灾为宗旨。 该法会成立了理事会，推举

王一亭为理事长，朱子桥、屈映光为副理事长。 法

会道场设在上海佛教净业社，设办事处于仁济堂菩

提学会。 办事处设法务、宏扬、文书、会计、庶务、招

待 6 组。 11 月 21 日下午 8 时净坛，22 日起由印光

法师主建大悲佛七道场 7 日，每日为大众宣说净土

法要，万指围绕，莫不欢喜信受，圆瑛法师领众薰

修，当时的著名居士皆亲临参与念佛。 护国息灾法

会于 28 日圆满， 达到了号召全国佛教徒为护国抗

日作出贡献的目的。 印光听说抗战中的绥远灾情

严重 ， 当场就将 1000 余人皈依求戒等香仪共计

2900 多元尽数捐去。 [6]

上海佛教界举办的护国法会尽管是寄希望于

佛祖菩萨的保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特殊的

环境下，将佛法护国救民的理念与抗日救亡的时代

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 对于增强佛教信众护国救

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勇气，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

上海佛教界还成立了护国抗日组织。 1936 年

11 月，中国佛教会鉴于国难日亟，灾祸纷乘，拟具

“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章程”，并制订了《中国佛

教会灾区救护团僧众训练班纲要》， 呈请内政部、

民众训练部备案。 12 月 17 日，中国佛教会灾区救

护团在上海开始办公，圆瑛法师任总团长，宏明法

师任总干事。 12 月 18 日，抽派留云寺、灵山寺等寺

40 名壮年僧众，编队受训。 各地寺庙，亦由总团部

署限期成立分团，普遍受训，以备非常。 [7]

中国佛教徒护国和平会由赵朴初居士等人发

起，于 1937 年 1 月 8 日在上海成立。 该会以“联合

国内佛教徒弘宣佛教慈悲喜舍之教义，实行菩萨利

他救苦之愿行，维护国家，倡导和平”为宗旨，实际

目的是抗日护国，反对内战，事实上也起到了促进

抗日护国、停止内战的作用。 王一亭、黄涵之、屈映

光、大悲、常惺、赵朴初等 53 人当选为理事 ，大悲

法师任理事长，赵朴初居士任总干事。 会址设在上

海，各省市县设立分会。 会务包括弘扬佛法、救护

灾区、宣传和平、举办其他利益群众事业等。 [8]

“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前，上海佛

教界积极开展护国抗日宣传， 谴责日寇侵华行为，

举办护国消灾法会，组织护国抗日团体，捐款捐物

支援抗日前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

大贡献。

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救死扶伤，开办收

容所救济难民，掩埋阵亡士兵尸体，赴海外募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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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支援抗战， 是抗日战争中上

海佛教界最令人敬佩的爱国壮

举， 对激励上海军民英勇抗战

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在

上海的中国佛教会立即召开理

监事紧急会议， 决定召集佛教

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 由圆瑛

法师负责训练佛教青年， 在战

区担任救护工作。

圆瑛法师将宏明法师介绍

给屈映光， 建议他们负责办理

上海僧侣救护队的具体事宜。 消息传出，很快就有

一百多名青年僧人报名。 救护队迅速宣告成立，队

址设在上海法藏寺内，由宏明法师亲自领导训练。

屈映光任总队长，宏明法师任副总队长。

同年 8 月 13 日，日寇在上海发起大规模进攻，

上海军民奋起抵抗。 上海僧侣救护队开赴吴淞前

线，支援中国抗日军队。 出发前，圆瑛法师对上海

僧侣救护队全体队员发表讲话。 他要求每一位队

员都要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

来做好配合抗战的救护工作。 “大无畏”就是无所

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

地投入到出生入死的抗战救亡中去；“大无我 ”就

是忘却身家之我见， 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伤

员；“大慈悲”就是救苦救难。

上海僧侣救护队冒着敌人的炮火， 抢救伤员。

他们往返浏行、大场、昆山之间，不分昼夜地工作

着， 同时还救护租界内被日寇飞机炸伤的无辜同

胞。 在枪林弹雨中， 有的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有的队员被敌人的炮弹炸伤，成为残疾人。 他们用

自己的气力、汗水、鲜血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史上

光荣的一页。

由于上海僧侣救护队工作出色，赢得了社会舆

论的普遍赞扬。 据《救亡日报》

1937 年 9 月 22 日报道 ：“该会

（指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

除了收容难民之外， 还组织了

救护伤兵队———僧侣救护队 ，

参加这一工作的有 170 余人 ，

全是平日吃素念佛的和尚 ，他

们上前线救护伤兵的勇敢 ，是

谁都及不上的。 在不久之前，他

们曾因救护伤兵给敌人的炮火

打死了几个。 ”《申报》1937 年 9

月 26 日报道：“该队在工作时，

虽迭遇险阻， 而遭受重大牺牲， 然仍勇往直前，百

折不回。 尤以宏明法师，不避艰险，每日必率队赴

最前线， 监督救护， 其勇敢服务之精神， 殊堪钦

佩。 ”[9]相比之下，“慈联会”还成立了一支由世俗人

士组成的救护队， 由于没有工作实绩， 不久被撤

销。 只有僧侣救护队在支撑着“慈联会”的门面。 这

是因为佛教信仰使他们有出生入死的精神，有舍己

救人的慈愿，再加上无父母妻儿的牵挂，故不怕危

险，能够做出成绩来。 据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

会 1938 年报告书记载： 上海僧侣救护队在淞沪之

战中，共救护伤兵及租界难民 8273 人。救护队员视

死如归、救死扶伤的事迹每日均见诸报端，家喻户

晓，为中外舆论所称道。 中国报刊将他们誉为“英

勇僧侣”，外国报纸称他们为“战神之敌”。 在当时

上海各种救护组织中， 只有这一杆“佛” 字旗最生

色，最动人！

当时，上海佛教界抗日护国的组织工作安排得

十分周到，前方有救护队，后方则有收容所。 中国

佛教会在觉园内成立了难民收容所 ， 收容难民

3000 多人，并供给全部饮食医药。 还有比丘尼主动

为前方官兵缝制征衣，也有比丘尼担任医院看护和

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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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之战后期，僧侣救护队在枫林桥将 300 多

名伤兵抢救出来，送往租界。 当时租界里的医院都

住满了人，无法收容。 宏明法师向社会发出紧急呼

吁，要求各方支持，立即成立一所佛教医院，收容

治疗这 300 多名伤兵。当天就得到名绅祝兰舫的响

应，愿意无条件地把他在牛庄路上的一所大宅院腾

空交出来，作为佛教医院的院址。 又得到社会各界

人士的支持，聘请医护人员，捐助药品和医疗器材

设备等。 不到两天光景，一所粗具规模的佛教医院

诞生了。

当时南市一带都被日军占领。僧侣救护队员们

从战地抢救转向担任佛教医院的看护，为 300 多名

伤兵服务了一个时期。 待 300 多名伤兵痊愈后，又

设法送往后方归队，使他们可以继续杀敌。 僧侣救

护队又在佛教医院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超度阵

亡将士法会”，以慰为国牺牲者的英灵。 然后全体

队员化整为零，瞒过敌人的视线，秘密转往武汉工

作。

1937 年 8 月，屈映光、黄涵之、赵朴初等居士

建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

会，由赵朴初居士担任收容股主任，专门负责难民

收容工作。 在赵朴初居士的艰苦努力下，先后设立

了 50 多个难民收容所， 收容难民 50 多万人次，占

当时上海市收容难民总数的近一半，是上海市收容

时间最长、工作最好的收容机构。 赵朴初居士制定

了对难民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安排生产自救和动员

青壮年难民上前线的详细计划。从 1937 年 9 月起，

陆续输送了青壮年难民 3000 余人赴皖南、 苏南参

加新四军，为抗战增添了新生力量。 [10]

1937 年冬，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陷，四郊战场

堆满尸体，日军方面仅掩埋日本死亡士兵，中国阵

亡士兵及难民的遗骸无人过问，尸横遍野，惨不忍

睹。 于是中国佛教会又在上海组织掩埋队，圆瑛法

师任总队长，范成法师任第一队队长，慧开法师任

第二队队长， 两队队员都是上海玉佛寺、 法藏寺、

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

香工。 大家都是主动踊跃参加，集中食宿，每天一

大早出发，有四辆汽车开出，车上备有绳索、竹杠、

铁铲、铁钩、担架等工具，每人带有防毒面具、药品

以及食物， 准备整天工作。 队员们每天都是抬的

抬，埋的埋，一直忙到傍晚，才收工回来。 掩埋工

作，自 1938 年 2 月开始，至 5 月结束，共计掩埋尸

体 10000 多具。

上海佛教界还充分发挥佛教的国际性特点，利

用赴海外讲经的机会弘扬佛法护国的理念，介绍国

内抗日形势， 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 募集款

项，支援祖国抗战。

由于当时救护队、佛教医院和各地收容所的经

济发生困难，1937 年 10 月 15 日，圆瑛法师呈文内

政部 ，要求 “赴南洋 、新加坡 、槟榔屿等处筹募捐

款，以期救护团得及早充实力量，发挥救护工作之

效能”。 礼俗司 10 月 22 日在致内政部的呈文中回

复：“出外募款一节， 似尚可行”、“拟批示照准” [11]。

圆瑛法师于是前往南洋等地筹集经费。

11 月 17 日，圆瑛法师抵达新加坡，开始讲经。

十二月上旬，圆瑛法师至总商会演讲，号召炎黄子

孙共赴国难，组织“中华佛教救护团新加坡募捐委

员会”， 所募捐款皆由募捐委员会统收统汇至汉口

香山寺，由该寺海镜和尚组织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

团第二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

圆瑛法师又先后去吉隆坡、槟榔屿（今马来西

亚）、怡保、马六甲等地，请求当地的华侨们各自组

织筹款救国委员会， 并利用在这些地区讲经之机，

向当地侨胞介绍祖国抗战情况，极力宣扬筹款救国

的大义，赢得了广大侨胞的热忱捐助。 所收捐款一

面汇沪，由中国佛教会转发各慈善团体、收容所及

佛教医院；一面汇款宁波，请施祥寺住持智圆和尚

为队长， 组织第三僧侣救护队， 开往浙江富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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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1938 年 6 月， 圆瑛法师回国视察各收容所和佛

教医院的情况。9 月，再赴南洋，向各地侨胞报告国内

僧侣救护队情况，继续筹款，发起“一元钱救国难运

动”，用佛法激发广大侨胞、尤其是佛教信众的护国

热诚，总计募得十余万元，由各筹赈会汇至上海慈善

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 供各收容所

支用。 [12]

1937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军队撤离南市，上海除

租界外全部沦陷，各地僧尼纷纷避难租界，寺庙也随

之增加了不少。 由于玉佛寺、静安寺、法藏寺等都在

英、法租界范围内，因而这些寺庙除了致力于救济难

民事业外，还能继续弘扬佛法，如法藏寺的法云印经

会就印了不少佛学书籍。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军进入英法租界，这就给

租界内的寺庙和佛教团体的弘法事业带来了很大的

困难。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 上海佛教界并没有被困

难所吓倒，而是在逆境之下做好弘法工作。 以静安寺

为例，该寺在 1942 年举办了 40 多期佛学星期讲座，

影响极大。 佛学星期讲座由著名法师和居士主讲，其

内容有丁福保居士讲《佛学与科学》、范古农居士讲

《佛教与人生》、马公愚先生讲《佛学与艺术》、持松法

师讲《佛教与哲学》、圆瑛法师讲《佛教与做人》、赵朴

初居士讲《大乘佛学与救济事业》、姚明辉先生讲《佛

学与孔学》、赵百辛居士讲《佛教与文学》等。 佛学星

期讲座停办后，静安寺又举办了不定期的佛学讲座，

邀请兴慈、持松等法师轮流主讲，一直延续到抗战胜

利。 [13]

抗日战争时期， 上海佛教界出现了一批令人景

仰的爱国高僧：日寇侵略中国，到处烧杀淫掠，无恶

不作，同时又企图通过“宣抚”，宣扬“提携”、“亲善”、

“东亚共荣”、“王道乐土”，以笼络人心。 由于中国佛

教徒众多，因此日军各部队都置有“随军佛使”，每至

一地，就物色不肖僧人出面成立汉奸组织，受其

操纵，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上海沦陷后，

日本僧人拉拢部分中国僧人和居士， 于 1939 年

2 月建立“中支宗教大同盟”，协助日军进行“支

那宣抚工作”，分为神道部、佛教部、基督教部、总

务局等四个分支机构。该组织的直接后台是日军

特务机关， 后来由兴亚院监督管理。 1939 年 6

月，圆瑛法师自南洋回到上海，住圆明讲堂。 不

久， 日本僧人藤井草宣前来邀请圆瑛法师出任

“中日佛教会”会长，遭到拒绝。 10 月 19 日，恰逢

圆明讲堂莲池念佛会成立之日，突然有数十名日

本宪兵冲进讲堂，以抗日分子罪名，将圆瑛法师

及其弟子明旸法师逮捕，送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

令部严刑审讯。圆瑛法师除在被审讯时从容陈辩

外，其余时间则专心念佛，并以绝食与日本侵略

者作斗争，坚持了民族气节。 日本宪兵见圆瑛法

师威武不屈，转而改用软的手段劝诱圆瑛法师与

他们“合作”，圆瑛法师则以老病拒之。 圆瑛法师

是国内外著名的佛教大师， 在日本也很有影响，

日本宪兵不敢轻易加害， 只得释放了师徒二人。

后敌伪政府多次要求圆瑛法师出任伪中国佛教

会会长，圆瑛法师均以老病推却，对外宣称闭门

谢客，专门从事《楞严经讲义》的撰述。 但他并未

忘怀国家大事，如 1942 年 9 月 30 日对北平中国

佛学院师生发表演说：“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 余曰：佛教兴衰，教徒有责。 ”护国爱教的激

情，溢于言表。 [14]

上海沦陷期间， 持松法师在圣仙寺闭门学

佛，拒不接见任何日伪人员。 当时日军驻沪司令

官河田为了推行其“以华制华”的战略，考虑到持

松法师懂日语，企图拉拢他出任日伪上海市佛教

会会长，持松法师均以有病推却，并发誓不出斗

室一步。 他曾叹息说：“吾若离此一步，即无面目

见国人及师友。 ”致使日伪的阴谋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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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慈法师对于护国救民事业，竭尽全力。1940

年春，为救济逃难来沪的难民，兴慈法师发起成

立了上海佛教同仁会，被推选为会长。 日寇侵占

上海后，时常封锁某一地区多日，断绝一切交通，

造成饿死者甚众。 1941 年 8 月，上海南市难民区

被日军封锁七昼夜。 上海各慈善团体备粮前往救

济，均受到日军阻挠。 上海佛教同仁会一面向日

军交涉，获准运粮前往救济，一面向各界募集各

种食品，满载卡车，运往南市难民区赈济，每日受

赈者七、八千人，直至封锁解除。 [15]

与上海佛教徒一道抗日的还有外国僧人。 如

德裔匈牙利人照空，他 1923 年来到上海，在佛教

净业社内巧遇太虚，从此开始研究佛教。 1931 年，

在宝华山隆昌寺受比丘戒后， 照空离开中国，至

法国南部建立了一座佛教丛林。 1933 年 11 月，照

空率领他的欧洲弟子来到上海 ， 受到中国佛教

会、上海市佛教会、佛教净业社的代表和信众们

的热烈欢迎。 照空与他的弟子租赁大西路（今延

安西路）一所房屋，闭门专修，后寓居西侨青年会

内。 上海各报刊都报道过照空及其弟子们的活动

消息。 照空热爱中国，满腔正义，写了很多谴责日

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文章 ， 发表在欧美报刊

上，因而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忌恨。 1943 年秋，照空

遭到日本特务的暗害， 在同济医院抢救无效，不

幸逝世，安葬在上海第一公墓。

抗战一胜利， 上海佛教界立即成立上海市佛

教徒庆祝胜利大会， 决定筹集 6000 万元， 其中

4000 万元全部购买毛巾，慰劳抗战将士，毛巾上

加印“上海佛教徒敬赠面巾”字样。 上海各寺庙在

庆祝胜利期间连续举办三天法会 ， 为国祈祷祝

福，并超度阵亡将士、死难百姓。 《妙法轮》、《觉有

情》等佛教刊物还出版了庆祝抗战胜利的专号。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 使中华民

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

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日，救亡图存，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也是爱国佛教徒的心愿。 上海地区的佛教徒在佛

教护国思想的支配下， 纷纷将自己的身心性命奉献

给民族和国家，毅然肩负起护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充

分表现了大乘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 为争取抗日战

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作者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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